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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致力于根治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但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社会反响强烈，政策效果面临公

众广泛质疑，既有研究也存在对政策有效性的争议。因此，科学回答“政策实施效果怎么样”、“什么

因素影响了政策效果”、“如何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三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

基于重庆市Y区的实践案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双减”政策效果进行科学评估，综合评估结果

仅为63.14分，说明“双减”政策的总体实施效果有限。进一步利用扎根理论方法深入挖掘影响政策效

果的关键因素，构建了“政策环境–执行结构”二维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双减”政策效果未能充分

显现本质上不是执行结构的问题，而是政策环境的问题。最后，结合效果评估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本

文提出了优化“双减”政策执行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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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committed to curing the problem of overburdened students. 
Howeve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the social response has 
been strong, and the effect of the policy has been widely questioned by the public, and there are 
both research and controversy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
tical valu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scientifically answer the three questions of “what is the 
effec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at factors affect the effect of policy” and “how to further im-
prove the effect of policy”. Based on the case of District Y in Chongqing, this paper uses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 is 63.14 points,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imple-
mentation effec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limited. Furthermore,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is used to dig deep into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licy effect, and the two-dimensional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policy environment-implementation structure” is constructed.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effect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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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负担过重已成为中国教育领域长期关注且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1]。回顾学生减

负政策的历程，近几十年来出台的教育减负文件越来越多，学生教育负担却越来越重。在此背景下，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双减”政策，该政策的政治站位更高、改革力度更大、政策

目标更明确，致力于根治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双减”政策实施业已两年有余，教育部会同各个部门出

台四十多项相关配套政策，上线全国“双减”监测平台，建立“双减”专项督导半月通报制度，并将“双

减”工作纳入省级政府履职督导评价，全力推动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推动政策的进

一步细化和落实，通过作业管理改革、课程和考试改革，以减轻学生校内作业和考试负担；同时，严格

审批和监管、限制培训时间和内容等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以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目前已实现学

科类机构“营转非”“备改审”完成率 100%；另外，也推动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课后延时服务基本全

覆盖，以确保学生在校内就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并强化家校社共同参与。 
但在现实社会反响上，社会公众对减负政策的质疑声一直不断，不少家长认为“双减”断绝了普通

家庭提升的机会，在升学压力下对孩子的教育焦虑不减反增，其要求放松甚至恢复学科校外培训的讨论

日益增多。同样，不少学生反映书包越减越重、考试越减难，同学们该补课还是在补课，该上校外培训

的还是在上校外培训。通过实地走访观察也发现，不少家长仍热衷于送孩子上培训班，许多教培机构还

是人挤人，好像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内卷”状态，“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似乎有限。因此，科学回答

“政策实施效果怎么样”、“什么因素影响了政策效果”、“如何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三个问题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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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围绕“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已陆续有学者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实证研究。对于

“政策实施效果如何”这一问题，学者大体从政策整体实施效果评估、政策某一具体内容效果评估两个

层面展开。就政策整体实施效果而言，目前缺乏全国尺度的评估，基本上是单个省域和更小地区范围的

分析[2] [3] [4]。就政策某一具体内容效果而言，学者聚焦于作业减负、校外培训减负、课后服务等单一

政策内容，开展了横跨多个省份乃至全国范围的大样本评估[5] [6] [7]。现有“双减”政策效果评估研究

大多认为“双减”政策显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或负面影响。但由于评估指标、评估

地点、样本数量、分析方法等差异，不同研究结果具有较大差异，甚至存在矛盾的评估结论，无法得出

“双减”政策是否有效、效果有多大的统一认识和结论，难以准确回答“双减”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对

于“什么因素影响了政策效果”这一问题，学者则多聚焦某一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尽管缺乏

系统性和全面性，优点在于论证比较清晰、逻辑比较严密。主要讨论了政策措施、政策工具和政策资源

的自身局限对政策效果的影响[8] [9] [10]，校外培训机构、家长和学生等政策对象的行为表现对政策效果

的影响[8] [11]，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等执行者的执行偏差对政策效果的影响[12] [13] [14]，不

良宏观或微观政策环境的外部制约对政策效果的影响[15]。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双减”政策的实施情况，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

基础和实证经验。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缺乏系统、全面的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研究，且多关注

政策执行情况，较少深入政策影响的评估，难以全面把握“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二是缺乏规范、科学

的量化评估方法的使用，研究结果多基于问卷调查的描述性分析和访谈资料的简单归纳，无法对政策效果

进行直观、具体、精确地刻画。三是影响因素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研究多是对单一影响因素或者部分影响

因素进行探索，未能形成系统完备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难以对“双减”政策效果进行科学归因。 
鉴于此，本文遵循“评估研究–解释研究–对策研究”分析路径，选择重庆市 Y 区作为具体案例，

试图构建“双减”政策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综合评价方法科学准确的量化政策实施效果，清

晰呈现政策“有没有效”、“效果有多大”“哪些方面有效”，然后再采取扎根理论方法深入挖掘影响

“双减”政策效果的相关因素，并试图建立“双减”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准确回答政策效果的

具体表现为何发生问题，旨在为优化“双减”政策实施效果提出有可行性和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助力义

务教育减负改革的不断纵深发展和落地见效。 

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2.1. 研究方法 

模糊综合评价借助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可以将模糊的不确定的语言变量转化为定量评价结果，

能够很好地解决被评价对象无法准确度量而只能采用自然语言变量进行评价的矛盾[16]。本文运用模糊综

合评价来评估“双减”政策效果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其一，“双减”政策效果评估涉及从多方

面进行综合评判，如何考虑多个因素得出综合结果，属于综合评价问题；其二“双减”政策效果评估拟

采取的是主观调查，测量指标和数据采用李克特态度量表收集，用离散的评价语言变量来度量政策效果，

借用模糊数学对这些指标进行定量分析，能够比较准确地刻画“双减”政策的运行效果。 
扎根理论主张从经验资料中提炼研究理论，强调观察者应从实际观察开始，对原始资料进行系统分

析和归纳演绎，从而提炼出概念和范畴。随后，通过反复比较和精细调整，将这些概念和范畴置于具体

研究情境中，深入剖析各个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自下而上地构建出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

确保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兼具逻辑性和解释力[17] [18]。扎根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

域，尤其在机制分析、因素识别、行为互动、新现象探索等研究问题中具有较好适用性。本文不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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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还试图系统识别和挖掘影响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因而适合使用扎根理论。 
本文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双减”政策效果进行量化评估。通

过政策文本分析和现有文献回顾，初步构建政策效果指标体系，运用专家咨询法对进行筛选和修正，并

借助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随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政策效果的量化评

估结果。其次，基于扎根理论进行“双减”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访谈文本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采用扎根理论的三阶段编码程序提炼并范畴化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而构建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模型，

并对理论模型进行阐释，深入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如何影响政策实施效果。最后，综合政策评估结果和影

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优化“双减”政策效果。 

2.2. 案例选择 

重庆市 Y 区位于重庆市中心城区北部，辖区面积达 1452 平方千米，下辖 11 个镇和 19 个街道。常

住人口 225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112.06 万人，外来务工人员持续流入。Y 区作为西部教育强市重庆市的

教育高地之一，教育底蕴丰厚，各类教育资源汇聚。截至 2022 年，Y 区有公办中小学 97 所，其中多所

为重庆八中、重庆一中、巴蜀中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等“七龙珠”重庆头部优质中学的校本部或者分

校，另有民办中小学 4 所；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125,796 人，其中小学 89,714 人，初中 36,082 人。 
自国家层面的“双减”意见发布以来，各地迅速相继出台了“双减”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推进政

策的落地落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庆市建立了“双减”专门工作协调机构，由市教委牵头，构建多

部门协同、全方位联动、各环节分工负责、各部门共同履职的工作机制，并出台了“双减”工作总体方

案、校内作业减负和校外培训减负文件，以及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基本形成了“1 + 2 + N”的“双减”

政策体系。重庆市 Y 区把“双减”政策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政策实施基本上与市级层面的政策体系保持

步调一致，也迅速成立区级层面“双减”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各部门全面推进“双减”工作。与此

同时，重庆市 Y 区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精准施策，大胆进行政策创新和探索，不断

推进“双减”政策的落地见效。 
本文选择重庆市 Y 区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考量。一方面，Y 区在“双减”

政策出台之后积极推进“双减”政策的扎根落实，出台了一系列的细化政策和重要举措。但另一方面，Y
区“双减”政策的有效性却面临公众的诸多质疑，不少家长和学生反映 Y 区校内减负落实不到位，隐形

变异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也比较突出。总的来看，Y 区的义务阶段中小学数量众多、异质性大，既有公办、

民办中小学之分，也有城市、乡镇中小学之别，学生数量比较庞大，同时外来人员持续流入，教育需求和

教育压力不断增加，而且社会公众对“双减”政策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较高，能够提供一个很好地观察减负

政策执行实践的“微观场景”。因此，以重庆市 Y 区为例探究“双减”政策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具

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为政策的调整优化提供依据，也可为其他地区的政策修改完善提供借鉴。 

3.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双减”政策效果评估 

3.1.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政策评估指标的建构是教育政策评估的核心问题，一个科学、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是进行政策评估的

前提和基础[19]，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也需要构建多层次多指标的指标体系。但关于“双减”政策效果

评估的研究，目前尚无较系统、科学和完善的评估理论框架，也没有明确提出“双减”政策效果的评估指

标体系，在实践层面上无法为评价“双减”政策的实际效果提供判断依据。为了科学、准确、客观地评价

政策实施效果，本文在评估标准的选择上遵循后实证主义评估理论的指导，坚持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相统

一。通过对“双减”政策文本，特别是对政策目标的深入分析，同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学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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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教师多主体角度全面客观的审视政策实际效果，立足全面性、系统性、可行性原则，初步构建了“双

减”政策效果指标体系。为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研究借助专家咨询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和修

正，选取专家兼顾广泛性、代表性和专业性，涵盖中小学教师、教育行政部门人员、高等院校专家学者。

经两轮专家咨询，最终确立包含 9 个一级指标、31 个二级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重点测度政策产出、成

效、影响及相关主体的政策体验评价。基于指标内容评价对象的可回答性、准确性和评价信息收集的全面

性考量，本文对不同指标的评价主体进行了选择和区分。具体指标、指标说明和评价主体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ffect 
表 1. “双减”政策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主体 

作业减负成效 u1 

作业总量减少 u11 学生每天完成作业总量的减少情况 
学生 
家长 
教师 

作业时间缩减 u12 学生每天完成作业时间的缩减情况 

作业质量提升 u13 教师布置作业质量的提升情况 

考试减负成效 u2 
考试次数减少 u21 学生每学期在校参加考试次数的减少情况 学生 

教师 考试评价规范 u22 学校杜绝考试成绩公布、排名、奖惩的规范情况 

校外培训减负 
成效 u3 

校外培训项目减少 u31 学生每周参与校外培训项目或科目的减少情况 

学生 
家长 

校外培训时间缩减 u32 学生每周参与校外培训时间总量的缩减情况 

校外培训需求降低 u33 学生对参与校外培训需求的降低情况 

校外培训规范性 u34 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收费、广告和课程内容等规范情况 

家庭减负成效 u4 

家庭教育支出减少 u41 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经济支出的减少情况 

家长 
家长精力负担减轻 u42 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精力负担的减轻情况 

家长教育焦虑缓解 u43 家长对孩子教育焦虑情绪的缓解情况 

家长教育观念转变 u44 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情况 

课后服务成效 u5 

课后服务参与度 u51 学生对学校提供的课后延时服务的参与情况 
学生 
家长 
教师 

课后服务时间 u52 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时间的充足性情况 

课后服务质量 u53 学校提供的课后延时服务课程和活动的多样性 

教育教学提质 
成效 u6 

教学方法优化 u61 教师对教学方法的优化情况 
学生 
教师 家校协同增加 u62 学校或老师与家长的教育协同的增加情况 

教学质量提升 u63 学校总体教学质量的提升情况 

学生行为影响 u7 

睡眠时间增加 u71 学生每天睡眠时间的增加情况 

学生 
家长 

运动时间增加 u72 学生每天运动时间的增加情况 

课外阅读增加 u73 学生每天课外阅读时间的增加情况 

自主学习提升 u74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兴趣的提升情况 

学生成长影响 u8 

品德修养提升 u81 学生品德修养的提升情况 

学生 
家长 
教师 

知识见解提升 u82 学生知识见解的提升情况 

身体素质提升 u83 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情况 

艺术素养提升 u84 学生艺术素养的提升情况 

劳动意识提升 u85 学生劳动意识的提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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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策体验评价 u9 

政策公平性 u91 对政策促进教育公平的评价情况 学生 

政策可持续性 u92 对政策可持续性的评价情况 家长 

政策满意度 u93 对政策的总体满意程度 教师 

3.2. 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获取“双减”政策效果评价的相关主观数据，主要分为“非常不

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五个评价等级，共编制“双减”政

策实施效果调查问卷学生版、家长版、教师版三份问卷。主要选择重庆市 Y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

和老师为调查对象。考虑到 1~3 年级的低年级学生的价值观尚未成熟，难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对“双减”

政策的评价，因此学生群体仅面向 4~9 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家长和教师则面向涵盖一至九年级。本

次问卷调查主要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并且通过实地调查和线上调查进行问卷收集。共回收学生有效

问卷 296 份，家长有效问卷 143 份，教师有效问卷 100 份。 

3.3. 模糊综合评价过程 

1) 确定因素集。本文确定的因素集即为前述表 1 构建的指标体系， ( )1 2 9, , ,U U U U=  ，其中

( )1 2, , ,i i i imU U U U=  。 
2) 确定评语集。本文构建的评语集为 V (V1, V2, V3, V4, V5)，并采用百分制作为评语集虚拟变量的量

化标准 T，V1表示“非常不同意”，分数是 20 分；V2表示“比较不同意”，分数是 40 分；V3表示“一

般”，分数是 60 分；V4表示“比较同意”，分数是 80 分；V5表示“非常同意”，分数是 100 分。评语

集的虚拟变量统计结果见表 2。 
3) 确定权重向量。指标权重是构建模糊综合评价的关键，不同指标对政策结果评价的重要程度存在

差异，指标权重确定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将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选择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咨

询结果来确定指标权重。设指标权重集为 W (W1, W2, ..., Wm)，最终确定的指标权重向量为： 

( )0.0921,0.0497,0.0748,0.0987,0.1195,0.1035,0.1405,0.2121,0.1091W =  

( )1 0.2500,0.2500,0.5000W = ； ( )2 0.5000,0.5000W =  

( )3 0.3632,0.3198,0.1788,0.1382W = ； ( )4 0.1409,0.1409,0.4554,0.2628W =  

( )5 0.2092,0.2402,0.5499W = ； ( )6 0.3108,0.1958,0.4934W =  

( )7 0.3509,0.3509,0.1091,0.1891W = ； ( )8 0.2108,0.2879,0.2679,0.0966,0.1368W = ； 

( )9 0.3108,0.1958,0.4934W =  

4) 构建单因素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通过整理表 2，得到二级指标 Ui的单因素模糊评价矩阵： 

1

0.0853  0.1614  0.3970  0.1948  0.1614
0.0891  0.1911  0.3228  0.2468  0.1503
0.1169  0.2412  0.2857  0.2560  0.1002

R
 
 
 
  

=  

同理，R2，R3，R4，R5，R6，R7，R8，R9也表示为相同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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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valuation set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ffect in District Y of Chongqing 
表 2. 重庆市 Y 区“双减”政策效果评价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等级 

V1 
非常不同意 

V2 
比较不同意 

V3 
一般 

V4 
比较同意 

V5 
非常同意 

作业减负成效 u1 

作业总量减少 u11 0.0853 0.1614 0.3970 0.1948 0.1614 

作业时间缩减 u12 0.0891 0.1911 0.3228 0.2468 0.1503 

作业质量提升 u13 0.1169 0.2412 0.2857 0.2560 0.1002 

考试减负成效 u2 
考试次数减少 u21 0.1515 0.1465 0.3056 0.2652 0.1313 

考试评价规范 u22 0.1086 0.1061 0.2753 0.2601 0.2500 

校外培训减负 
成效 u3 

校外培训项目减少 u31 0.0752 0.2938 0.3986 0.2118 0.0205 

校外培训时间缩减 u32 0.1093 0.2597 0.4009 0.2096 0.0205 

校外培训需求降低 u33 0.1572 0.2984 0.3713 0.1481 0.0251 

校外培训规范性 u34 0.0843 0.1731 0.5057 0.2073 0.0296 

家庭减负成效 u4 

家庭教育支出减少 u41 0.0770 0.2870 0.4130 0.1960 0.0280 

家长精力负担减轻 u42 0.0420 0.1750 0.4760 0.2730 0.0350 

家长教育焦虑缓解 u42 0.2170 0.4060 0.2800 0.0770 0.0210 

家长教育观念转变 u44 0.0140 0.1050 0.3850 0.3920 0.1050 

课后服务成效 u5 

课后服务参与度 u51 0.0408 0.0575 0.2134 0.3247 0.3636 

课后服务时间 u52 0.0148 0.0408 0.2727 0.3451 0.3265 

课后服务质量 u53 0.0668 0.1429 0.3581 0.2375 0.1948 

教育教学提质 
成效 u6 

教学方法优化 u61 0.0758 0.2045 0.3056 0.2828 0.1313 

家校协同增加 u62 0.0556 0.1162 0.3157 0.3788 0.1338 

教学质量提升 u63 0.0758 0.2121 0.3207 0.2753 0.1162 

学生行为影响 u7 

睡眠时间增加 u71 0.1663 0.2073 0.3554 0.1526 0.1185 

运动时间增加 u72 0.0911 0.1686 0.3645 0.2483 0.1276 

课外阅读增加 u73 0.1002 0.2141 0.3554 0.2528 0.0774 

自主学习提升 u74 0.0610 0.1390 0.4830 0.2800 0.0370 

学生成长影响 u8 

品德修养提升 u81 0.0519 0.0965 0.4378 0.3061 0.1076 

知识见解提升 u82 0.0538 0.1763 0.4360 0.2746 0.0594 

身体素质提升 u83 0.0724 0.0909 0.3729 0.2987 0.1651 

艺术素养提升 u84 0.0464 0.1280 0.4638 0.2746 0.0872 

劳动意识提升 u85 0.0519 0.1150 0.3878 0.3358 0.1095 

政策体验评价 u9 

政策公平性 u91 0.0724 0.1558 0.4119 0.2412 0.1187 

政策可持续性 u92 0.0501 0.1113 0.3247 0.3173 0.1967 

政策满意度 u93 0.0705 0.1596 0.4174 0.2282 0.1243 
 

5) 模糊合成计算 
本文采用加权平均型 M (•, +)算子进行模糊合成，既能够体现权重的作用，也能充分利用矩阵 R1的

信息，从而提高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准确性[20]。 
首先，做一级模糊合成计算。分别求出 9 个一级指标维度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 i m iB W R= ∗ ，结

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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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1 1

0.0853  0.1614  0.3970  0.1948  0.1614
0.2500  0.2500  0.500 0.0891  0.1911  0.3228  0.2468  0.1503

0.1169  0.2412  0.2857  0.2560  0.1002

0.1021  0.2087  0.3228  0.2384  0.1280

B W R

 

= ∗

= ∗  
 
 

=


 

同理，可得到 B2，B3，B4，B5，B6，B7，B8，B9。 

[ ]

[ ]

2 2 2

0.1515  0.1465  0.3056  0.2652  0.1313
0.5000  0.5000

0.1086  0.1061  0.2753  0.2601  0.2500

0.1301  0.1263  0.2905  0.2626  0.1906

B W R

 
 ∗

=
 

= ∗

=  

[ ]

3 3 3

0.0752  0.2938  0.3986  0.2118  0.0205
0.1093  0.2597  0.4009  0.2096  0.0205

0.3632  0.3198  0.1788  0.1382
0.1572  0.2984  0.3713  0.1481  0.0251
0.0843  0.1731  0.5057  0.2073  0.0296

B W R

 



=



∗

=



∗


[ ]0.1020  0.2670  0.4093  0.1991  0.0226






=

 

[ ]

4 4 4

0.0770  0.2870  0.4130  0.1960  0.0280
0.0420  0.1750  0.4760  0.2730  0.0350

0.1409  0.1409  0.4554  0.2628
0.2170  0.4060  0.2800  0.0770  0.0210
0.0140  0.1050  0.3850  0.3920  0.1050

B W R

 



=



∗

=



∗


[ ]0.1193  0.2776  0.3540  0.2042  0.0460






=

 

[ ]

[ ]

5 5 5

0.0408  0.0575  0.2134  0.3247  0.3636
0.2092  0.2402  0.5499 0.0148  0.0408  0.2727  0.3451  0.3265

0.0668  0.1429  0.3581  0.2375  0.1948

0.0488  0.1004  0.3071  0.2814  0.2616

B W R

 

= ∗

= ∗  
 
  

=

 

[ ]

[ ]

6 6 6

0.0758  0.2045  0.3056  0.2828  0.1313
0.3108  0.1958  0.4934 0.0556  0.1162  0.3157  0.3788  0.1338

0.0758  0.2121  0.3207  0.2753  0.1162

0.0718  0.1910  0.3150  0.2979  0.1243

B W R

 

= ∗

= ∗  
 
  

=

 

[ ]

7 7 7

0.1163  0.2073  0.3354  0.1526  0.1185
0.0911  0.1686  0.3645  0.2483  0.1276

0.3509  0.3509  0.1091  0.1891
0.1002  0.2141  0.3554  0.2528  0.0774
0.0610  0.1390  0.4830  0.2800  0.0370

B W R

 



=



∗

=



∗


[ ]0.0952  0.1815  0.3757  0.2212  0.101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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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8 8

0.0519  0.0965  0.4378  0.3061  0.1076
0.0538  0.1763  0.4360  0.2746  0.0594

0.2108  0.2879  0.2679    0.0724  0.0909  0.3729  0.2987  0.1651
0.0464  0.1280  0.46

0.0966 0
38  0.2

.1368
746  0.0872

B W R= ∗

= ∗

[ ]
0.0519  0.1150  0.3878  0.3358  0.1095

0.0574  0.1235  0.4156  0.2961  0.1074

 
 
 
 
 
 
  

=

 

[ ]

[ ]

9 9 9

0.0724  0.1558  0.4119  0.2412  0.1187
0.3108  0.1958  0.4934 0.0501  0.1113  0.3247  0.3173  0.1967

0.0705  0.1596  0.4174  0.2282  0.1243

0.0671  0.149 0  0.3975  0.2497  0.1367

B W R

 
 
 
  

∗

=

= ∗

=  

继续构建一级指标 U 的单指标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0.1021  0.2087  0.3228  0.2384  0.1280
0.1301  0.1263  0.2905  0.2626  0.1906
0.1020  0.2670  0.4093  0.1991  0.0226
0.1193  0.2776  0.3540  0.2042  0.0460
0.0488  0.1004  0.3071  0.2814  0.2616
0.0718  

R =
0.1910  0.3150  0.2979  0.1243

0.0952  0.1815  0.3757  0.2212  0.1018
0.0574  0.1235  0.4156  0.2961  0.1074
0.0671  0.1490  0.3975  0.2497  0.13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然后，做二级模糊合成计算。求出“双减”政策效果的综合评价结果向量： 

[ ]0.0921  0.0497  0.0748  0.0987  0.1195  0.1035  0.1405  0.2121  0.1091

0.1021  0.2087  0.3228  0.2384  0.1280
0.1301  0.1263  0.2905  0.2626  0.1906
0.1020  0.2670  0.4093  0.1991  0.0226
0.1193  0

B W R= ∗

=

∗
.2776  0.3540  0.2042  0.0460

0.0488  0.1004  0.3071  0.2814  0.2616
0.0718  0.1910  0.3150  0.2979  0.1243
0.0952  0.1815  0.3757  0.2212  0.1018
0.0574  0.1235  0.4156  0.2961  0.1074
0.0671  0.1490  0.3

[ ]
975  0.2497  0.1367

0.0814  0.1726  0.3633  0.2556  0.12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计算“双减”政策效果综合评估值 
最后，根据评语集虚拟变量的百分制的量化标准，得到重庆市 Y 区“双减”政策效果的综合评价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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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40

0.0814  0.1726  0.3633  0.2556  0. 63.1236 60
80

10

14

0

U B T

 
 
 
  =
 

= ∗ =

 
  

∗  

同理，可得到各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得分，U1 = 61.63，U2 = 65.15，U3 = 55.46，U4 = 55.66，U5 = 72.09，
U6 = 64.24，U7 = 59.99，U8 = 64.86，U9 = 64.80。最终重庆市 Y 区“双减”政策效果的综合评价结果如

图 1 所示。 
 

 
Figur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effec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图 1. “双减”政策效果的综合评价结果 

3.4. 效果评估结果分析与讨论 

1) “双减”政策实施效果有限，总体政策效果仅为一般水平 
既有研究表明，“双减”政策虽已显现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或负面影响，学生学业

负担未根本性缓解。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重庆市 Y 区“双减”政策效果的综合评估结果仅为 63.14 分，

总体政策效果处于一般水平。由此可见，学生、家长和教师群体对“双减”政策的效果感知整体比较不

理想，与政策预期还有较大的差距。有力地支持了“双减”政策效果尚未有效显现这一观点。但与其他

研究相比可能本文的评估结果更加消极。一方面，可能源自评估时间节点的差异，现有研究多为政策出

台后几个月乃至一年多的时间内开展，政策运行时间较短，较难准确观察政策效果，同时面临更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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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势能和执行力度，执行主体的积极性更强，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服从性和容忍度也较强，政策评价反馈

更容易倾向于积极态度。根据周雪光的观点，权威体制欲强有力地推行其政策只能是有选择的、局部的、

暂时的[21]，而本文是在“双减”政策运行两年多之后进行的效果评估，“双减”政策来自中央层面的政

治势能相对已有所降低，地方层面的政策执行力度也有所弱化，目标群体对政策效果抗阻行为和负面感

知慢慢凸显，现实具象是隐形变异的学科校外培训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逐渐复苏乃至泛滥。另一方面，

可能是本文研究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重庆市 Y 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均衡性较差，头部重点中学把控了

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并且热衷开展违规“掐尖”行为，加剧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该区经济条件较

好，学生家长的教育重视程度和教育支出能力更强，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学生参加教育补习

的可能性越大[22]。再加上外来人口持续流入的影响，教育需求呈现递增态势，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更加

激烈，形成“双减”政策的落实阻力。 
2) “双减”政策效果各指标度得分差异明显，且具体维度内部得分失衡 
具体而言，在学生减负上，现有部分研究得出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已经有效减轻的结论[2] 

[3]，但从本文评估结果来看这个结论过于乐观。校外培训减负成效在 9 个一级指标中得分最低，仅为

55.46 分。虽然重庆市 Y 区学科类校外培训明面上已基本清零，整体管理、收费、广告和课程内容等规

范性有所提升，但隐形变异培训仍广泛存在，学生和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仍比较旺盛，对培训项目和时

长压减效果有限。作业减负成效一般，得分为 61.63 分。虽然作业总量和作业时长有所压减，但是作业

质量提升效果不显著。考试减负成效得分稍高于作业减负成效，为 65.15 分，只是在考试名目上有所变

化，考试次数没有显著减少，这与曹瑞的研究结论一致[23]，但考试成绩的公布、排名情况有所改善。

在提质增效上，研究结果表明课后服务成效初显，得分为 72.09 分，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相同，学生、

家长和教师对课后服务都比较认同，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三点半难题”，但是课后服务质量仍有很

大提升空间，尤其是乡村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和多样性与城市学校存在较大差异。而教育教学提质成效一

般，得分为 64.24 分，家校协同得分略高于教学方法优化和教学质量提升，无法实现让学生在学校学好

学足的政策意图。在家庭减负上，政策表现较差，仅为 55.66 分，特别是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缓解效果

非常有限，部分家长的教育焦虑甚至上升了，对家庭教育支出减少和家长精力负担减轻也没有太大效果，

与宁本涛的研究结论相悖[24]。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还关注了政策对学生行为和成长的长期效果，从

睡眠时间、运动时间、阅读时间、自主学习的变化衡量政策对学生行为调整情况，得分为 59.99 分，从

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衡量政策对学生成长影响，得分为 64.86 分，但结果显示效果不太显著，可能是目前

政策实施时间尚短，政策长期效果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有待进一步观察。最后，本文还考察了评估

主体对“双减”政策的价值评估，构建了政策体验评价维度。在政策体验评价上，得分为 64.80 分，三

个二级指标中评估对象对“双减”政策可持续性的评价较好，比较支持继续实施减负政策，但是政策公

平性和政策满意度的评价不佳，在后续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评估对象的政策公平性、满意度

体验。 
3) “双减”政策效果评价存在群体、区域、个体等差异性特征 
通过原始评分的均值比较结合方差分析，研究也发现“双减”政策效果存在一些差异性特征。首先，

政策效果存在评价主体差异，教师评价整体远高于学生和家长。可能的解释是教师既是政策的评价者也

是执行者，出于自身声誉考量可能存在夸大政策效果倾向，而学生和家长作为政策直接影响对象，对政

策效果的感知更加敏感，更容易出现负面反馈。这也侧面说明了教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不足，部

分教师对学生“双减”政策之后的负担变化、学习适应性不够了解，所以出现教师和学生、家长之间对

政策效果的“认知鸿沟”。因此，提升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正确理解和加深学生、家长、教师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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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对提升政策效果至关重要。其次，现有研究关注到“双减”政策实施效果在乡村和城市的差异性，

如陆芳观察到乡镇学校在考试频率减少问题上的落实力度明显高于城市[4]。本文则发现学生评价和家长

评价的“双减”政策效果整体上乡村均优于城市，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培训机构本身较少，家长对孩子教

育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而教师评价则是城市要优于乡村，可能是城市教师在“双减”政策之后获得的政

策资源更多，对政策的评价相对更加积极，部分乡村教师反映其课后服务补贴与城市差距较大，学校课

后服务也缺少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这也说明了“双减”政策没有细分城乡学校差异，如“发挥好少年宫、

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对乡村学校来说根本不现实，尽管 Y 区城市化

水平较高，但仍存在部分乡村学校，容易成为“双减”政策落实的薄弱地带，应该引起决策者的重视。

另外，政策效果也存在年级差异，进一步解释了升学压力对政策效果的制约，如何缓解升学竞争是减负

政策有效落实的关键突破口。 

4. 基于扎根理论的“双减”政策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前文评估结果显示，重庆市 Y 区“双减”政策目前实施效果有限。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双减”

政策的实施效果，导致重庆市 Y 区“双减”政策效果未能充分显现？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解答。因此，

本文通过对学生、家长、教师和教育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等多元主体的深入访谈分析收集资料，采用扎根

理论进行探索分析，试图探明影响“双减”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是哪些，并深入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如何

导致“双减”政策实施效果有限。 

4.1. 样本选择和资料收集 

本文在重庆市 Y 区选取学生、家长、教师和教育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多元主体作为访谈对象，以获

得更加详细、全面、客观、具体的信息。访谈主要采用半结构化的一对一深入访谈，在访谈中注意使

用问题聚焦访谈策略，通过构建参与性对话将访谈内容聚焦于访谈主题，引导访谈对象从自身的真实

体验出发，发表对学生减负问题的看法、对“双减”政策的态度、政策实施情况以及效果的影响因素

等[25]。 
基于扎根理论的要求和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来选择访谈对象和确定样本量。同时，

在选取访谈对象时，借鉴了“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原则[26]，综合考虑了学校区域差异以及被访谈者在

性别、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统计特征上的多样性。通过确保选取访谈样本在这些因素上的全面覆盖，以提

高访谈样本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根据理论饱和原则和标准，共选取访谈对象 29 人，其中学生 10 人，家

长 9，教师 8 人，教育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2 人。经整理得到 16 万余字的访谈记录，为本文扎根理论分析

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研究数据。 

4.2. 扎根理论编码过程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三阶段编码程序，使用 NVivo 文本分析工

具进行文本数据的节点编码。在数据编码过程中，随机从 29 份访谈文字记录中抽取 20 份用于扎根分析，

其余 9 份访谈文字记录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分析。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将原始访谈文本资料打散后的原始语句进行概念化命名，然后对这些初始概念进行

持续的比较、归纳和重组，以形成类属范畴的操作化过程[27]。经过对访谈文本资料的多次编码分析、重

复比较和修改调整，本文最终形成 135 条初始概念，20 个类属范畴，这 20 个类属范畴即为影响“双减”

政策效果的微观层面因素。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初始概念及类属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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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niti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formed by open coding 
表 3.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初始概念及类属 

类属 初始概念 

学生群体的差异性 学生的政策理解；成绩差异；学习能力；学生教育期望；升学压力；自律性；学生同

侪压力 

家长群体的调适量 家长的政策理解；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长的孩子升学压力；家长教育观念；家

庭教育能力；家长同侪压力；家长额外布置作业；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家长文化水平 

校外培训机构的服从性 生存就业需求；转型困难；抵制心理；隐形变异培训；线上培训；渲染、制造教育焦

虑；大学生家教 

小升初升学制度 重点学校自主招生考试；掐尖；统考联考升学挂钩；选拔设考提前；提前签约；摇号

划片入学公平性质疑；考试选拔标准异化；校外培训机构掌握报考渠道 

教育分流制度 
中考五五分流；学生职业教育认同度；家长职业教育认同度；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误解；

职业教育办学质量；职业教育就业难；职业教育发展渠道；收入待遇差；上升空间受

限；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低 

中高考选拔标准 中、高考仍以分数为录取标准；择优录取；录取分数越来越高；升学制度没变；争夺

名额；中高考风向标；分数低考不上；考题越来越难 

教育评价标准 评价改革难度大；国家教育评价缺乏针对性和指导性；缺乏明确、具体的评价方案；

评价结果权威性和运用不足；学生成绩作为绩效考核、职位晋升、职称评定主要依据 

教育管理部门的落实意愿 国家战略；政策要求；任务压力；指导调度；现实压力；教育政绩观 

教育管理部门的落实能力 统筹协调机制的设置；执法人员的配置情况；执行人员的素质能力；部门间的沟通与

协调 

学校的落实意愿 学校领导政策理解；上级考核压力；学校竞争压力；家长评价压力；学校声誉考虑 

学校的落实能力 学校设施设备；师资力量配备；管理制度建设；政策经费保障；社会资源利用；教师

发展培训 

教师的落实意愿 教师政策理解；教师教育理念；教师负担感知；教师利益冲突 

教师的落实能力 作业设计能力；专业化课后服务能力；课堂教学能力 

政策监督机制 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各级教育督

导；督导形式化 

政策监督工具 

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白名单；校外培训投诉举报电话；“教培慧服务”微信小程序；

校外培训“第三方预收费托管+最低余额”监管；“双减”随手拍便捷投诉举报平台；

问卷调查；电话访问；推门听课；资料查阅；走访座谈；“双减”纳入学校办学评价

和领导班子考核；通报批评；考核指标 

政策反馈评估 教育质量监测；教育评估院效果评价；第三方调查评估；教育督导监测评估；评估结

果运用 

社会升学文化氛围 唯分数论；“学而优则仕”；高考状元；“读书改变命运”；“一考定终身”；“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面子文化；攀比心理 

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 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区域教育资源差异；校际教育资源差异；走读生；寄宿制；教师

轮岗；好学校有限；对口学校差；学校升学率差异 

社会就业竞争加剧 考研热；考公热；学历贬值；就业形势不好；就业学历门槛上升；就业单位重学历轻

能力；失业率 

留守儿童现象 家庭监管缺乏；家庭教育缺失；父母陪伴缺失；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学校、老师

需要承担更多的教育精力和责任；家校沟通不畅；学习习惯养成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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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通过探寻类属范畴间潜在的逻辑关系，围绕一个概念“轴心”进行探索和聚类分析，将

类属范畴重新整合为概括程度更高的主类属，逐步使理论模型逻辑脉络清晰起来[27]。本文通过梳理类属

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脉络，进一步将类属范畴提炼、归纳为目标群体、制度环境、执行主体、政

策监控、外部环境等 5 个意义更加完整的主类属(表 4)。 
 
Table 4. Main categor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connotations formed by axial coding 
表 4.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主类属及其关系内涵表 

主类属 类属 关系内涵 

目标群体 学生群体的差异性；家长群体的调试量；

校外培训机构的服从性 

目标群体是政策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对象，学生、家长和校外

培训机构三个群体的配合情况是“双减”能否成功的重要

因素。 

制度环境 
小升初升学竞争加剧；教育分流加剧竞

争压力；中、高考选拔标准未根本改变；

新的教育评价标准尚未明确 

小升初制度、教育分流制度、中高考制度、教育评价标准等

相关制度的协调和配合是“双减”政策能否取得政策效果

的制度保障。 

执行主体 
教育部门的落实意愿；教育部门的落实

能力；学校的落实意愿；学校的落实能

力；教师的落实意愿；教师的落实能力 

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是落实“双减”的关键主体和重要执

行者，他们的落实意愿和落实能力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政策监控 政策监督机制、政策监督工具、政策评

估反馈 
政策监控是政策运行的重要环节，监督机制的完备性、监督

工具的有效性和评估反馈的及时性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外部环境 社会升学文化氛围；优质教育资源不均

衡；社会就业竞争加剧；留守儿童现象 

社会升学文化氛围、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社会就业竞争加

剧、留守儿童现象等是政策面临的外部环境，会阻碍政策的

有效实施。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将主轴编码形成主类属进行系统比较和补充完善，再进一步整合和凝练为具备高度抽

象性和理论涵盖力的核心类属，并以“故事线”的形式构建核心类属和其他类属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

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27]。通过对政策执行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现有“双减”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借鉴，对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 5 个主类属进行反复比较和调试，将制度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主类属编码为“政策环

境”核心类属，将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监控三个主类属编码为“执行结构”核心类属，最终形成

政策环境和执行结构两个核心类属。基于选择式编码的“故事线”，本文将两个核心类属构建为“双减”

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模型，具体见图 2。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是指获取额外样本数据不能继续涌现新的概念或者范畴，这是扎根理论研究停止样本采集

的重要标准[28]。对事先预留的 9 份访谈文字资料继续按照三阶段编码程序进行编码，没有出现新的概念

和范畴，表明初步构建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 

4.3. 理论模型构建与阐释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建立“双减”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模型，为考察“双减”政策效果的影

响因素提供了“政策环境–执行结构”的二维解释框架。在该理论模型下，导致“双减”政策效果有限

的原因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是政策环境和执行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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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图 2. “双减”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模型 

 

1) 政策环境对“双减”政策效果的影响 
政策环境因素既包括政策系统内在的制度环境也包括宏观社会层面的外部环境，是影响“双减”政

策执行效果的基本要素和核心变量。 
制度环境的协调性不足是“双减”政策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根本约束。“双减”政策主要关涉到小

升初升学制度、教育分流制度、中高考选拔标准以及教育评价标准，它们共同构成了“双减”政策实施

的制度环境。因此分析“双减”政策的实施情况，需与这些相关制度或政策联系起来，将该政策置于其

他制度塑造的执行空间中去考察。一是小升初升学制度的不完善已成为加剧升学竞争的重要因素。尽管

重庆市 Y 区已实施免试和对口入学，但重点中学和名校违规“掐尖”和抢夺优质生源现象仍普遍存在，

加剧升学竞争态势。具体而言，小学教育质量检测异化为重点学校“掐尖”的手段，重点中学单独设置

招生考试，普遍考核奥数且设考时间前置。此外，校外培训机构与学校之间的利益输送问题凸显，部分

重点中学甚至委托校外培训机构考试选拔学生或推荐考试名额。因此很多家长自孩子三年级起就加强超

前学习和校外培训，以应对激烈的升学竞争。二是教育分流制度加剧了中考升学竞争压力，强化家长和

学生对“双减”政策的排斥和对抗。由于大多数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低，在家长的固有认知中职业

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学习环境不好，导致学生难以学到真正的本领，就业难和工资待遇差等负面因素也让

家长更加倾向于让孩子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因此，在教育分流的升学竞争压力驱使下，家长会选择让孩

子增加额外学习任务和参加校外培训来获得竞争优势。三是中高考选拔标准未根本变革，成为“双减”

政策实施的重大制度障碍。学校、老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和家长、学生的教育选择行为均受到中高考指挥

棒的牵引。以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的中高考选拔标准未根本改变，使得部分学校和教师教育理念难以有效

转变，不利于减负政策在校内的贯彻执行，而在中高考的压力下，许多家长甚至学生的减负意愿也不强。

四是新的教育评价标准尚未明确，未能有效牵引“双减”政策实施。现有教育评价改革文件虽具指导意

义，但针对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改革措施缺乏具体指导。Y 区仍缺乏明确的评价方案和执行标准，导

致学校办学质量考核仍偏重学生成绩、升学率等指标。学校因考核压力，仍以成绩作为教师考核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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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师维持传统教学模式，缺乏改进动力，导致部分学校学生的校内负担“不降反升”，偏离减负提

质目标。在现有成绩导向的教育选拔制度环境下，学生学业过度竞争的基本格局未能有效转变，学科类

校外培训仍是不少学生和家长的刚需，这导致隐形变异的校外学科培训难以根除，支持了“底层改革、

上层未动”的观点。 
消极的外部环境是阻滞“双减”政策实施效果的深层根源。外部环境指政策系统外部能够制约和影

响政策执行的一切主观或客观因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外在环境。目前“双减”政策整体的

外部环境比较消极，加大了政策深入实施的阻力，影响了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一是社会升学文化氛围

浓厚，在社会心理层面阻滞了政策实施。千年传统科举考试文化根深蒂固，“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深

远，加之中高考的考试选拔文化和攀比心理等加剧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功利性，引发了学生和家长的教育

焦虑。这种文化氛围导致家长对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不少家长秉持“读书改变命运”、“不能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等理念，并转化为孩子进行超前学习和校外培训的教育行为，表现出对“双减”政策的

心理抵制和消极应对。二是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显著，阻碍“双减”政策落实。Y 区采取措施促进

资源均衡，但仍面临现实挑战。城区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部分学校的生均校舍场地、教学用房、体育场

馆、音乐美术教室不足。城乡学校布局不合理，人口流入增加，导致学校规模、班额过大。师资力量配

备不均衡，城乡差距明显。这导致资源薄弱学校难以有效执行“双减”政策，如缺乏专业化教师开展丰

富多彩课后服务。同时，家长对孩子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无法满足，会加剧择校竞争，妨碍政策有效执行。

三是社会就业竞争加剧，导致学生和家长对高学历的追求升温，助长了不理性的教育竞争。社会普遍存

在“唯文凭”、“唯分数”观念，以及就业单位普遍重学历轻能力的倾向，叠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

“考研热”、“考公热”，学历在社会地位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为了提升孩子未来就业竞争优势，不

少家长增加教育投入，加大政策执行难度。四是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加剧，增加“双减”政策执行困难。

教师反映农村家长外出打工的特别多，留守儿童多为祖辈代为看护，家庭监管和教育缺失，易形成不良

学习习惯和心理健康问题。相比城市学生，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课外辅导等方面差距显著，升学考试

处于劣势，影响教育公平。同时，家长和学校沟通不畅，增加学校在落实“双减”过程中管理留守学生

的难度。 
2) 执行结构对“双减”政策效果的影响 
“双减”政策的运行涉及复杂的执行结构，包括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监控等要素，对“双减”

政策效果何以发生发挥着重要作用。 
执行主体的落实意愿和能力不足阻碍了“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政策执行需教育部门、学校和教

师三个执行主体的紧密配合和积极作为。然而现实中，受复杂因素影响，三者存在执行偏差，一定程度

上导致政策目标悬置，未能很好实现政策预期效果。一是教育部门落实“双减”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不足。

一方面，地方教育部门在落实“双减”时面临中高考和教育评价标准未改变的现实压力，政绩观难以扭

转，严格执行减负政策的意愿相对较弱。另一方面，Y 区教育部门执法人员配置、素质能力和沟通协调

等方面存在问题，落实政策的能力存在欠缺，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二是部分学校落实“双减”政

策的意愿和能力不足。部分学校领导未能深入理解政策内涵，仍任过分关注学生成绩和升学率，担心“双

减”影响学生成绩。同时，Y 区的统考、联考排名等竞争压力和家长的评价压力，也限制了学校的减负

意愿，对政策进行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和替代性执行。此外，部分学校设施设备、师资力量、政策

经费等资源不足，尤其是乡村学校面临的政策资源制约更多，制约了学校落实“双减”政策的能力。三

是部分教师落实“双减”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不足。部分教师未能深刻理解政策精神，难以转变教育理念，

仍沿用布置过量作业和频繁进行测试等教学方法。同时，“双减”增加教师工作时间和负担，因考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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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非教学事务增加，影响教学专注度和质量，对落实政策的积极性不强。部分教师则认为开展课后服

务影响自身补课利益，对政策持消极态度。此外，部分教师素质能力不足，难以提升作业布置质量、开

展个性化课后服务课程及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限制政策落实效果。 
目标群体的不服从成为阻碍“双减”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障碍。目标群体是政策直接影响和作

用的对象，主要包括学生、家长和校外培训机构三个群体，他们对政策的理解、支持和顺从将直接影响

和决定政策是否的顺利推进，是“双减”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因素。一是学生群体的差异性过

大，影响减负政策在学生群体中的落地生根。学生群体数量众多，学生之间的政策感知、自律性、教育

期望、升学压力感知、学生同侪压力感知存在很大差异性，导致部分学生在“双减”政策下的学习适应

性不足。部分学生倾向于自我放任，学习主动性不足，部分学生则倾向于自我加压，增加学习任务和培

训行为，两者均偏离减负政策的初衷。二是家长群体的调适量大，导致对“双减”政策效果评价消极。

在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下，家长习惯于提供校外培训和额外学习任务让孩子进行巩固提升或超前学习，

短时间内要改变这种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存在现实困难。因此想要家长做出符合“双减”政策目标的行

为需要调适的幅度比较大，容易产生对政策抵触心理和不服从行为。加之部分家长未能正确理解“双减”

政策内涵，坚持传统教育观念，教育期望过高，又受客观升学压力、家庭教育能力不足以及家长同侪压

力的影响，存在“想减又不敢减”的矛盾心理，不仅增加政策执行的难度，也导致家长群体对“双减”

政策效果评价比较消极。三是校外培训机构的不服从导致隐形变异培训治理难题破解不易，阻碍校外培

训负担的有效减轻。尽管“双减”出台后，Y 区教委联合各部门开展了多次校外培训治理专项行动，形

成学科类培训严管严打的高压态势，实现明面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清零。但是学科类校外培训转型存

在困难，为了自身就业生存需要，也不甘愿放弃学科类培训这块丰厚的“蛋糕”，普遍存在对“双减”

政策的抵制心理和不服从行为。从 Y 区的实地调查和访谈结果发现，目前 Y 区内大小持证机构和众多无

证机构的学科类培训正逐步复苏，隐形变异培训呈现越演越烈的趋势。 
政策监控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制约了“双减”政策的贯彻落实。有效的政策监控能够及时纠正政策执

行主体的执行偏差和目标群体的行为偏差，消除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障碍。但 Y 区目前的政策监控存在缺

陷，无法实现其应有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执行效果。一是政策监督机制不完备，存在监督形式

化问题。尽管 Y 区成立了教育督导委员会，建立六大教育督导责任区，但教育督导委员会既执行政策又

负责监督，导致监督效力受限。同时，督导过程过度依赖学校上报资料，学校易于操纵数据以应对检查。

此外，现有机制缺乏对校外培训治理部门的监督，更多依赖上级“运动式治理”，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是政策监督工具虽完善，但外部监督参与不足。Y 区通过上线“教培慧服务”小程序、公布校外培训

机构黑白名单、上线“双减”随手拍便捷投诉举报平台等举措强化校外监管，同时校内政策执行监督形

式多样。然而，社会公众特别是家长因自身利益考量，对举报隐形变异培训不积极，甚至协助规避监管。

校内监督亦因形式和方法不完善，如问卷实名制等，导致家长监督意愿不强。因此尽管政策监督工具比

较完善，但无法获取有效外部监督信息，监管效果和纠偏作用受限。三是政策评估反馈不完善，制约了

“双减”的优化。当前 Y 区主要通过校内教育质量监测、教育督导室、教育评估院和第三方机构进行评

估监测。但校内教育质量监测的统考成绩被异化为重点学校“掐尖”标准，教育督导依赖学校和老师上

报的考核资料，难以准确反映政策执行真实效果。而教育评估院或第三方的机构的评估结果质量更高，

但是评估结果的运用不足。在这种监督环境下，监督部门无法掌握政策执行的充足信息和真实情况，难

以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形成政策顺利执行的假象，但是实际的政策效果不甚理想。 
3) 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和重要性分析 
上述分析揭示，“双减”政策效果有限是政策环境因素和政策执行结构因素共同作用引致的结果。

但进一步分析“双减”政策效果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发现，“双减”政策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影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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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存在差异，导致各影响因素对政策效果的重要性或者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制度环境和外部环境相互交

织，共同构成政策环境，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监控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执行结构。但是制度环境

和外部环境还广泛而深刻地作用于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监控。在现行制度环境下，教育的选拔性

和竞争性未能改变，使得校外培训需求仍客观存在，为隐形变异培训创造了制度空间，也与执行主体的

自身利益存在相悖之处，限制了其落实意愿。外部环境则潜移默化地塑造目标群体的教育观念和行为选

择，在消极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目标群体更倾向于做出对“双减”不服从行为，也影响执行主体的落实意

愿和能力。而制度环境和外部环境亦会影响执行主体的政策行为和目标群体的个体行为，进而制约政策

监控作用的有效性。 
整体上，政策环境不仅直接影响政策效果，还通过影响执行结构间接影响政策效果。因此，政策环

境因素是导致“双减”政策效果有限的关键变量或根源，执行结构因素仅能发挥次要作用。换言之，“双

减”政策效果未能充分显现，本质非政策执行结构问题，而是政策环境问题。执行主体的落实意愿和能

力不足、目标群体的不服从、政策监控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虽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政策有效落实，但制度环

境的协调性不足和外部环境消极才是导致“双减”效果有限的最重要的制度约束和深层根源。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的定量方法，对重庆市 Y 区“双减”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实证考察。评估结果表明，

重庆市 Y 区“双减”政策效果的综合评估结果为 63.14 分，目前政策的总体实施效果有限，仅为一般水

平，要如期实现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减轻 3 年内成效

显著的政策目标，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和挑战。从指标维度上看，“双减”政策效果的各一级指标维得

分差异明显，并且具体维度内部得分失衡。除课后服务成效较好外，其他方面的政策效果均为一般或较

差水平，在后续政策执行过程中应注意补齐短板和重点突破。“双减”政策效果评价也存在学生、家长

和教师之间的群体差异、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地域差异以及学生年级上的个体差异性等特征，政策优化调

整时应注意精准施策。 
基于政策效果评估结果，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方法，对影响“双减”政策效果的因素进一步深入挖

掘，构建了“政策环境–执行结构”的“双减”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在该理论模型下，政策环

境和执行结构两个关键因素共同作用形塑了“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政策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外部环

境，执行结构包括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监控。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可以认为“双

减”政策效果未能充分显现本质上不是执行结构的问题，而是政策环境的问题。执行主体的落实意愿和

能力不足、目标群体的不服从、政策监控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虽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政策的有效实施，但制

度环境的协调性不足和外部环境消极才是导致“双减”效果有限的制度约束和深层根源。 

5.2. 政策启示 

结合政策效果评估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本文对进一步优化“双减”政策实施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其一，加强顶层制度系统改革，破解减负政策的制度障碍。减负之本非补课培训，实为应试和择校

之困，需从制度环境上转变教育应试取向，缓解择校竞争压力。完善小升初升学制度，严格规范免试、

就近、对口入学程序，对重点学校违规招生考试和校外培训机构共谋行为进行纠偏。优化中考分流制度，

有序扩大普高招生规模，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深化中高考改革，契合“双

减”立德树人之旨，考试内容依照课表执行，强化综合素质与过程评价，引领学校课程和教师教学方法

转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本定位。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探索符合立德树人和素质教育导向的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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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明确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教育质量评价方案，扭转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方式。 
其二，改善政策执行外部环境，夯实政策执行的基础支撑。针对消极外部环境制约“双减”政策实

效问题，应从环境治理入手缓解教育焦虑，铲除应试培训的社会根基。应增强优质教育资源的充足性和

均衡性，破除学校之间的资源壁垒，探索建立常态化的校长教师轮岗制度和激励机制，打破重点学校和

名校对优质教育资源过分集中的教育格局，促进先进教育理念、管理方法、优秀师资的充分流动，缩小

校级差距。同时，加强政策宣传，凝聚减负共识，营造良好育人环境。特别关注留守儿童等边缘群体，

加强乡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强化家校沟通，保障其教育支持和亲情关怀。此外，调整就业创业、社会福

利、社会保障等制度，减轻社会竞争压力，遏制“内卷化”趋势向教育领域蔓延。 
其三，完善政策监控体系，强化隐形变异培训治理。依托《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明确执

法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处罚标准。执法和监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深入调查和力量下沉，提升监管治理

效能。同时，完善政策监控体系，及时纠正执行偏差，确保政策贯彻落实。在监督问责基础上，建立激

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正确政绩观，减少其政策变通行为。优化政策监控机制，建立独立于

教育部门的教育督导部门，吸纳人大、政协、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到教育督导过程中，切实提升教

育督导实效。完善政策监控工具，加强监督者的信息保护，并增加激励措施，提升家长和社会公众对学

校违规教学、招生行为和校外培训治理的监督参与意愿。最后，完善政策评估反馈，整合教育质量监测、

教育评估院和其他第三方机构评估测评、教育督导室评估监测多元路径，定期开展政策评估，并推进评

估结果的共享共用，及时形成政策报告和参考，在评估结果运用上监督和奖励并行，助力政策调整和执

行优化。 
其四，加强政策资源的供给，提升执行主体的政策落实能力。应持续推动学校建设标准化，使义务

阶段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达到规定标准，同时强化城市学校的帮带作用，提升乡村学校的教育质

量，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以此提升学校的落实能力。继续强化教师发展和培训，保障教师课后服

务补贴的落实到位，尤其是要缩小城乡教师课后服务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强教师落实减负政策的素质能

力和积极性。建立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教育部门、市场监管、公安、镇街等力量的沟通协调，形

成一体化联动的校外培训治理体系，同时加强上级部门对执法人员的指导业务指导和培训，并适当增加

执法人员编制和补贴，提升执法人员校外培训治理能力和积极性。 

5.3. 研究不足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有待后续深化完善。首先，仅基于重庆市 Y 区单一案例数据，样本数量有限，

虽尽量兼顾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特殊性。相较于各地纷繁复杂的“双减”

落实情况，研究结论普适性尚待拓展。其次，尽管使用定量方法评估政策效果评估，但对“双减”政策

效果的判断主要依据各主体的感知评价，缺乏完全定量的评估指标数据收集，影响因素分析上也囿于扎

根理论方法局限，未能有效揭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这些局限一定程度上可能削弱研究结

论的解释力。未来研究应拓展案例范围、扩大样本数量，进行更系统科学的效果评估和归因的定量研究

设计，以更客观和准确地揭示“双减”政策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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